
 

族群多样性与地方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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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族群多样性的经济影响及其发生机制，是经济学中一个方兴未艾的前沿研究领域。文

章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资料，构建了中国 300 多个城市族群多样性的面板数据，通过

计量分析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显著降低了地方经济增长率。在考察了测量指标的影响和内生性问

题后，结论依然稳健。通过对影响机制的探讨，文章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显著增大了语言沟通成

本，降低了私有部门投资率；另一方面，公有部门投资率不受族群多样性的影响，人均中央财政转移

支付和族群多样性显著正相关，这两者缓解了族群多样性的不利影响。以上发现，一方面为族群多

样性经济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地方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

新的解释，并衍生出新的学术课题和政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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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族群多样性（ethnic diversity）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发生机制，是近 20 年来经济学中一个方

兴未艾的前沿研究领域（Easterly 和  Levine，1997；Alesina，Baqir 和  Easterly，1999；Alesina 和

Ferrara，2005）。在当今世界，族群多样性不仅呈现在国家层面（单一族群国家早已不复存在），而

且也呈现在地区、社区（社群）、组织甚至家庭之中。族群多样性通过族群认同等因素，引致偏好

异质性，影响着个体的微观经济选择，进而对集体的宏观经济表现产生了深刻影响。

经由长期的历史演进和融合，中国成为一个多族群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央政府自

1950 年代起，识别并确认了 56 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据绝对多数，而其他 55 个民族被称为“少

数民族”。此外，官方还确认有近 50 多个未识别民族。不同族群的人口不均衡地混居在不同的

地方，不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是中国众所周知的贫困地区。因此，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族群多

样性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就构成了一个天然的社会科学实验场。族群多样性如何影响各地

的经济增长？强化还是弱化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通过什么机制产生影响？对这些问题进行探

讨，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和政策意涵。就学术意义而言，有关族群多样性与经济表现之关系

的任何定律和机制，其普遍性均需受到中国经验的实证检验。就现实政策意涵而言，其一，在中

国政府强调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彻底根除降低绝对贫困的公共政策背景之下，对族群多样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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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尤显急迫；其二，在中国“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

下，研究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也有助于我们深化有关民族政策影响经济的途径

的了解，并对症下药，促进民族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但对这样一个重要课题，国内经济学界尚未

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很少。

本文开创性地在市级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族群多

样性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在控制了其他重要控制变量，考虑测量指标

的影响和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稳健。通过对影响机制的探讨，本文发现，高的族群多样

性显著增大了语言沟通成本，降低了私有部门投资率，但公有部门投资率不受族群多样性影响，

人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族群多样性显著正相关，这两者缓解了族群多样性的不利影响。该结

论有丰富的政策意涵，说明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推广普通话、有倾向性的公共投资和中

央转移支付以及“兴边富民行动”等政策不仅在方向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力度上是有待加强的。

此外，本文还在方法上作出了一些边际贡献。相较于 Alesina，Baqir 和 Easterly（1999）、Dincer 和

Wang（2011）采用的似不相关回归（SUR）模型，本文采用的双向固定效应（Two-way FE）模型很好

地解决了地区个体固定效应导致的遗漏变量问题，而且，本文还使用工具变量回归法解决了既

有文献未能处理好的内生性问题。

二、文献综述

Easterly 和 Levine（1997）开创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领域。他们在这篇经典

论文里分析非洲诸国经济增长低水平即“非洲增长悲剧”的原因时发现，族群多样性与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表现负相关。学界的研究对象从非洲拓展到其他地区乃至全球。Alesina，

Baqir 和 Easterly（1999）确认了族群多样性对美国城市的经济表现有降低效应。Okediji（2004）发

现，种族 /肤色及其教育差异对巴西各地区民众的收入增长潜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Dincer 和

Wang（2011）以中国省级行政地区为分析单位，考察了族群多样性对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的影

响，认为族群多样性显著降低了中国省级行政单位的经济增长率。

当然，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永远是负面因素。Alesina 和 Ferrara（2005）指出，纽约

和洛杉矶是族群多样性很高的两个美国城市，既有最多的种族关系麻烦，也维持了最高的文化

创意和经济活力。他们构建了一个族群多样性成本收益的理论模型，认为族群多样性在对经济

增长带来潜在不利影响的同时，也会因能力、经验、文化的多元化带来某些私人物品产量的提

升。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有益的作用，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更有可能呈现出来，尚需更多的实

证研究加以确认。Sparber（2009）发现，那些依赖于决策创意和消费者服务体验的行业受益于种

族多样性，而需要高水平团队努力的行业会因种族多样性而受损，这暗示了族群多样性所导致

的高沟通成本可能对有效经济活动的开展带来负向影响。可以说，这为 Alesina 和 Ferrara（2005）

中建构的模型提供了一部分实证基础。

现有文献中关于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影响机制的探讨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

既有文献对微观机制的考察主要是在公共经济学的视野之中，即认为高水平的族群多样性

会引发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尤其体现为诸多生产性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Alesina，

Baqir 和 Easterly（1999）建立了一个偏好极化与公共物品提供模型，并据此使用美国城市数据进

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族群分化（ethnic fragmentation）程度越高的城市，其生产性公共物品（如

教育、道路、排水和垃圾处理）提供的公共财政支出越少。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公共品集资模式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选举人投票模型，而是很大一部分来自上级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倾向性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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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毛捷、汪德华和白重恩（2011）的研究表明，中国实施的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显著促进了

民族地区公共支出水平的相对提高和公共支出结构的相对优化。

文献对宏观机制的讨论集中在两块：第一是族群冲突及国家失败。很多跨国研究文献发

现，族群多样性程度较高会提高族群冲突的概率，不利于政治稳定和政府施政，导致国家失败

（state failure），从而对长期经济表现造成负面影响（Easterly 和 Levine，1997；Rodrik，1999；Elbawadi
和 Sambanis，2002；Platteau，2009）。第二是族群偏袒与腐败。相当一部分文献发现，族群分化度高

的地方，寻租和政府腐败愈甚，而腐败在很多情况下会拉低经济增长（Shleifer 和  Vishny，1993；

Mauro；1995；La Porta 等，1997；Svensson，2000；Cerqueti 等，2012）。

总之，关于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产生了一些众所公认的研究成

果，但也面临着一系列学术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确认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到底是负面

还是正面。绝大多数文献确认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降低效应，只有 Alesina 和  Ferrara
（2005）基于模型推演认为族群多样性亦有可能对经济表现有提升效应。总之，有关族群多样性

的经济影响，尚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确认。第二个挑战在于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族群多样

性与经济表现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reversal causality）问题不可忽略；另一方面，遗漏变量偏

差（omitted variables bias）的问题也很重要。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是否构成

一个新的、独立的、结构性影响因素，抑或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所显示出来的影响只不过是已

知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的投射而已？第三个挑战在于发现族群多样性影响经济表现的机制。族

群多样性作为一种社会因素，传导到经济表现，可以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认同经济学、政治经济

学和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找到可能的分析路径。对增长经济学家来说，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内生

决定因素在于要素投入的水平，其中包括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提升、技术变革增速和企业家

创新的蓬勃（Aghion 和 Howitt，2009）。如果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确有影响，那么需要进一步分

析的是，其效应是通过影响哪种要素投入水平而确立的？

直面上述挑战，本文参照 2010 年中国行政区划，以 346 个城市（包括地级市、直辖市和省直辖行

政单位）为分析单位，以民族作为族群的划分依据，考察族群多样性与地方经济增长的关系。相较于

Dincer 和 Wang（2011）以省为单位进行的研究，本文认为，市级是更合适的衡量经济集聚和人群交往

的地理单位，以市级为单位的研究可以获得更多、更稳健的发现。关于中国各族群人口的居住和工作

地点数据，目前最具系统性的可获得资料是第五次（2000 年）和第六次（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

及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相较更早的第三次（1982 年）和第四次（1990 年）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其优点是提供了城市层面详细的族群数据。利用该数据，本文构建了城市级别的族群多样性

的面板数据，并实证分析了其对 2000−2013 年各市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三、理论假说、数据描述、实证结果、稳健性和内生性分析

（一）理论假说。大部分文献支持族群多样性降低经济增长的观点，并在跨国研究和国别研

究中得到了实证支持。微观机制的探讨涉及有沟通交流成本、认同信任、合作冲突和公共物品供

给。宏观机制的探讨涉及有族群冲突导致的政治不稳定和执政者庇护自身族群所诱发的腐败。

当然，由于文化与经济政治体制的差异等原因，族群多样性降低经济增长的观点以及上述机制

在中国并非成立。基于对中国的考察，我们提出以下假说，并在后面的实证部分中加以检验：

主假说 1a：在中国，其他条件不变，族群多样性高的城市，人均经济增长率更高。

尽管跨国和其他国别研究未得出类似结论，但以下理由仍对这个假说提供有利支持。一方

面是文献综述提到的，不同族群能力、经验、文化的多元化可能促进行业创新，进而有利于经济

增长，尤其是中国多民族地区的旅游和服务经济；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的倾向性政策，

王振宇、顾    昕：族群多样性与地方经济增长

•  129  •



使得族群多样性地区可能得到了更多的公共资金和财政转移支付（毛捷、汪德华、白重恩，2011）。

主假说 1b：在中国，其他条件不变，族群多样性高的城市，人均经济增长率更低。

至少两个理由会为这个假说提供有利支持。一是族群多样性也伴随着语言的多样性，导致

较高的沟通交流成本。二是族群多样性可能降低私有部门的投资率。不同族群之间的沟通和认

同问题，可能导致族群多样性高的地区有更高的投资风险和更不稳定的收益率。作为趋利避害

的理性市场主体，私有部门可能会减少在族群多样性高的地区的投资。对这一相关性，国际文献

有一些证据予以支持（Alesina，Baqir 和 Easterly，1999；Montalvo 和 Reynal-Querol，2005），但在中

国，这仍有待验证。

分假说 2：其他条件不变，族群多样性高的地方，语言多样性更高（或者说语言沟通成本更高）。

在中国，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日常使用语言（或方言），这可能导致族群多样性增大了语言沟

通成本。尽管汉字和普通话分别是全国通行的文字语言和口头语言，但法律保障少数民族使用

本民族文字语言的合法权利，除汉语外，被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有 100 多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

言研究所等，2012）。而且，在很多民族自治地区，少数民族文字和语言拥有同样的官方地位。来

自“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数据显示，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 8 个少数民族能用汉

语与人交谈的比例在 50% 左右或以下（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06）。所

以，有理由认为，族群多样性增加了语言沟通成本。

分假说 3：其他条件不变，族群多样性高的地方，私有部门投资率更低。

在中国，族群多样性可能降低私有部门的投资率。由于不同族群之间的语言沟通成本更高，

这可能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导致族群多样性高的地区有更高的投资风险和更不稳定的收

益率。作为趋利避害的理性市场主体，私有部门可能会减少在族群多样性高的地区的投资。对

这一相关性，国际文献有一些证据予以支持（Alesina，Baqir 和 Easterly，1999；Montalvo 和 Reynal-

Querol，2005），但在中国，这仍有待验证。

分假说 4：族群多样性对公有部门投资率影响不确定。

公有部门的投资，既有追求盈利性的产业投资，也有不追求盈利性的基建投资和承担减小

区域差距功能的公共物品投资。所以我们预期，族群多样性对公共部门投资率影响不确定。

分假说 5：其他条件不变，族群多样性高的地方，人均中央转移支付越多。

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是随着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建立起来的，是财政调节区域经济发展

的重要手段，以期能够实现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地方公共服务的发展和均等化。在中国

“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下，中央政府始终重视对民族混居地区的财政倾斜。毛捷、

汪德华和白重恩（2011）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在相关研究中，族群多样性的划分依据有多种，包括语言、肤色、

种族、宗教等（Alesina 等，2003）。具体到中国，我们沿用 Dincer 和 Wang（2011）的做法，采用以民

族作为族群划分依据的做法。

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地理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宏观上看，各民族分

散在各省区市，混合居住；微观上看，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在一县甚至一乡。不同民族在各

个地方的混居程度有很大的差异。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数据计算，以广东省梅州市为例，

常 住 人 口 的 99.95% 都 是 汉 族 ， 单 一 民 族 绝 对 主 导 ； 而 在 云 南 省 普 洱 市 ， 常 住 人 口 中 汉 族 占

39.0%，哈尼族占 17.9%，彝族占 16.6%，拉祜族占 12.0%，佤族占 5.9%，傣族占 5.7%，其他少数民族

共同占 2.9%，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占据多数。因此，中国各地族群多样性的差异，为我们检验有关

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各种理论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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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0 年的地级行政区划为标准，本文在 333 个地级行政单位的基础上，加入了 4 个直辖

市，以及河南省济源市，湖北省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神农架林区，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等 9 个省属直辖行政单位，共计 346 个行政单元，下

文统称为“各市”。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各市的族群多样性。在查阅了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后，我们发现，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 年）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10 年）提供了市级的各民族

人数详细统计。此外，2005 年底，全国还进行过 1% 人口抽样调查。“这次调查以全国为总体，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次总体，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最终样本单位为

调查小区。这次调查的样本量为 1 705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31%。”①由于抽样方法设计科学

合理，我们认为可以利用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来计算 2005 年各市的族群多样性。

关于族群多样性的最常用的指标是族群分化指标（ethnic fractionalization index），最早被

Mauro（1995）使用，其现实含义为人群中任意两个人属于不同族群的概率。族群分化指标计算方

法如下：用 i 地区 j 族群人口数量除以该地区全体人口的数量，可以得到 i 地区 j 族群人口数量占

该地区全体人口的比重，表示为 sji，该变量也等于在 i 地区全体人口中随机抽查一人时他恰好为

j 族群的概率。按式（1）计算出的 EFI i 则可以表示该地区任意两个人来自不同族群的概率。

EFIi 的取值范围为 0−1，值越大就表明该地区族群越分化，通俗说也就是族群多样性越高。

EFIi = 1−
N∑

j=1

s2
ji （1）

我们可以描述以族群分化指标（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平均）表示的族群多样性的空间

分布（图略）。族群分化指标的变量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1。

与族群分化指标的数据年份保持一致，对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各市经济增长率，我们采用

2000 年之后，最新到 2013 年的数据。通过《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可以得到各市 2010−

2013 年的人均 GDP 增长率。

根据人均 GDP 增长率（2000−2013 年平均）的空间分布（图略）可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

部地区的人均 GDP 平均增长率并不明显比其他地区低。实际上，本文后面表 2 和表 3的回归结

果表明，控制其他因素后，越是初始人均产出水平低的地区，反而经济增长率越高。

 
①出自《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06-03-16。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族群分化指标 936 0.148391 0.206994 0.000149 0.782218

人均GDP增长率 1 007 0.118841 0.029031 −0.01104 0.240542

初始人均产出水平（对数值） 1 001 9.280289 0.855512 7.095064 11.80829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1 020 0.554849 0.252287 0.097829 2.528731

人均受教育程度 932 7.969251 1.313125 1.734987 13.14028

外贸依存度 1 021 0.2022666 0.440016 0 6.901223

城镇化率 1 029 0.4265144 0.188457 .0602212 1

省会城市虚拟变量 1 038 0.089595 0.285739 0 1

沿海城市虚拟变量 1 038 0.153179 0.360334 0 1

资源型城市虚拟变量 1 038 0.135838 0.34278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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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为 各 市 人 均 GDP 增 长 率 2000−2010 年 之 间 的 变 动 量 （ΔGGDP） 和 族 群 分 化 指 标

2000−2010 年之间的变动量（ΔEFI）的散点分布图以及拟合线。由拟合线可知，族群分化指标变

动 量 和 人 均 GDP 增 长 率 变 动 量 之 间 存 在 明 显 的 负 向 关 系 。 图 2 是 分 地 区 的 族 群 分 化 指 标

2000−2010 年之间的变动量（ΔEFI）和人均 GDP 增长率 2000−2010 年之间的变动量（ΔGGDP）的

均值柱状图。由图 2 可见，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平均 ΔEFI 是负值，平均 ΔGGDP 是正值，这说

明，西部和中部地区从 2000−2010 年的族群多样性在减小，而人均 GDP 增长率在增大；东部地区

的平均 ΔEFI 是正值，平均 ΔGGDP 是负值，这说明东部地区从 2000 年到 2010 年的族群多样性在

增大，而人均 GDP 增长率在减小。

图 3 和图 4 的基本结论似乎更支持理论主假说 1b。但要想系统地证实主假说 1b，或者证伪

主假说 1a，仍需下文进行细致的模型计量和检验。

参照 Alesina 等（2003）等的处理，考虑到族群多样性数据只有 3 年，而经济增长率数据有

14 年 ， 我 们 将 2000−2013 年 分 为 三 期 ：2000−2004 年 为 第 一 期 ，2005−2009 年 为 第 二 期 ，

2010−2013 年为第三期。这样，每期的族群多样性和经济增长率数据都有变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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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ΔGGDP 与 ΔEFI 的散点图与拟合线

Δ EFI Δ GGDP

 
图 2    分地区的 ΔEFI 和 ΔGGDP 均值柱状

表 2    面板数据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VARIABLES
人均GDP平均增长率

（1）OLS （2）One-way FE （3）RE （4）Two-way FE

族群分化指标 −0.0123**（0.00545） −0.0741**（0.0360） −0.0130**（0.00545） −0.0947**（0.0393）

初始人均产出水平 −0.00186（0.00210） −0.0102**（0.00431） −0.00234（0.00212） −0.0402***（0.00785）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0.0380***（0.00596） 0.0817***（0.0102） 0.0399***（0.00597） 0.0659***（0.00932）

人均受教育程度 0.000499（0.00153） −0.00894***（0.00223） 0.000229（0.00152） −0.00596**（0.00242）

外贸依存度 −0.00325（0.00281） −0.00198（0.00510） −0.00291（0.00287） 0.000490（0.00508）

城镇化率 0.0267**（0.0110） 0.0583**（0.0226） 0.0295***（0.0110） −0.00733（0.0214）

省会城市 −0.0125***（0.00342） −0.0125***（0.00344）

沿海城市 0.00179（0.00251） 0.00187（0.00251）

资源型城市 −0.00432（0.00275） −0.00435（0.00275）

是否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是否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常数项 0.102***（0.0157） 0.224***（0.0269） 0.106***（0.0158） 0.489***（0.0700）

Observations 911 911 911 911

Adjusted R-squared 0.129 0.300 0.428

　　注：括号内参数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 p<0.01，** p<0.05，* p<0.1。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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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用族群多样性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外，我们还添加了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其他因素

作为控制变量。参照 Dincer 和 Wang（2011）的处理，并参考其他关于经济增长的文献，我们添加

了初始人均产出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受教育程度、外贸依存度和城镇化率。另外，还添加了

省会城市虚拟变量、沿海城市虚拟变量和资源型城市虚拟变量。①

初始人均产出水平采用每期前一年（分别为 1999 年、2004 年、2009 年）各市的人均 GDP 数

据的对数值来衡量。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根据现有经验实证研究，初始人均产

出水平越高的地区，人均 GDP 增长率越低。固定资产投资比例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与总 GDP 的

比例来衡量，通过《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这一指标可用来表示新增实

物 资 本 投 入 ， 水 平 越 高 则 经 济 增 长 越 快 。 受 教 育 程 度 用 人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来 衡 量 。 第 五 次

（2000 年）和第六次（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本身提供了县级以上行政单位的不同受教育程

度的详细人数统计，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也提供了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所占比重。由

此可计算出三个不同年份各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外贸依存度用进出口总额与总 GDP 的比例

来衡量。通过《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占该市总人

口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自第五次（2000 年）和第六次（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 2005 年全

国 1% 人口抽样调查。

表 1 为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初始人均产出水平为每期前一年数据，族群分化指标、

人均受教育程度为每期第一年数据，人均 GDP 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贸易开放度均为各期

数据的平均值。

（三）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利用三期不同的横截面数据构建面板数据，由此将主要使用面

板估计模型来估计中国各市的族群多样性对人均 GDP 增长率的影响。我们将分别报告并比较

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混合模型的回归结果。以下为固定效用模型的回归方程：

GDPGrowthit = α+βEFIit +X ,itΨi+ z,iδ+γt+ui+εit （2）

GDPGrowthit

EFIit Xit

εit β

α

其中： i 为不同的城市， t 为不同的时期， 为不同城市各期的平均人均 GDP 增长率；

为不同城市各期的族群分化指标， 为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包括初始人均产出水平、固

定资产投资比例、贸易开放度、人均受教育程度、外贸依存度、城镇化率等，zi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

控制变量，如省会城市虚拟变量、沿海城市虚拟变量、资源型城市虚拟变量和其他不随时间变化

的个体特征（遗漏变量）。ui 和 为复合扰动项； 度量族群多样性影响人均 GDP 增长率的程度，

为常数项。

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这里我们分别展示了混合模型（OLS）、单向固定效应模型（One-way
FE）、随机效应模型（RE）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E）的回归结果。F 检验结果表明，固定

效用模型比混合模型更适用。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适用。

因此我们主要关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2 中第 4 列回归结果所示，族群分化指

标的回归系数为−0.0947，且能通过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②也就是说：其他条件不变，族群分化

指标越大，人均经济增长率越低。这支持了本文的理论主假说 1b。
 

①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2）确定了富含矿产资源的 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资源型城市。这 47个城市分别是大庆、盘锦、

东营、濮阳、克拉玛依、唐山、邯郸、邢台、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乌海、赤峰、抚顺、阜新、辽源、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淮南、淮北、

萍乡、枣庄、平顶山、鹤壁、焦作、广元、达州、六盘水、铜川、石嘴山、葫芦岛、铜陵、白银、金昌、本溪、马鞍山、郴州、攀枝花、白山、松原、伊春、

黑河和云浮。

　　②考虑到媒体披露的辽宁省经济数据造假问题（辽宁首次公开确认：2011 年至 2014 年经济数据造假 http://news.xinhuanet.com/

politics/2017-01/18/c_1120331628.htm），我们在删除辽宁省样本后，重新进行了回归。除了系数有微小变化后，回归结果几乎完全不变。限于

篇幅，删除辽宁后的回归不在此汇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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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检验。这里，我们将换用族群多样性的另外一种度量，来检验表 2 中回归结论的

稳健性。Montalvo 和  Reynal-Querol（2005）构建了一种新的指标−族群极化指标（ethnic

polarization index）来衡量族群多样性，其现实含义为人群中不同族群两极分化的程度。其计算方

法为：用 i 地区 j 族群人口数量除以该地区全体人口的数量，可以得到 i 地区 j 族群人口数量占该

地区全体人口的比重，表示为 sji，该变量也等于在 i 地区全体人口中随机抽查一人时他恰好为

j 族群的概率。按式（1）计算出的 EPIi 表示该地区的族群极化指标。EPIi 的取值范围为 0−1，值越

大就表明该地区族群极化程度越高。

EPIi = 1−
N∑

j=1

(
0.5− s ji

0.5

)2

s ji （3）

Montalvo 和 Reynal-Querol（2005）认为，族群极化指标和族群分化指标的共同点在于，同样可

以很好地衡量族群多样性，实证上同样显著降低经济增长；不同点在于，增加社会冲突是族群极

化指标降低经济增长的机制之一，而族群分化指标和社会冲突关系不明显。

以族群极化指标（2000 年、2005 年、2010 年三年平均）表示的族群多样性的空间分布的描述

性统计如表 3 所示。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我们同样主要关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4 中第 4 列

回归结果所示，族群极化指标的回归系数为−0.0575，且能通过 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

说：其他条件不变，族群极化指标越大，经济增长率越低。虽然回归系数相比表 2 中第 4 列回归

系数有所减小，而且显著性有所下降，但这仍支持了表 2 回归的基本结论，主假说 1b 成立。无论

以族群分化指标还是族群极化指标度量，族群多样性越大，人均经济增长率越低。

表 3    族群极化指标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族群极化指标 936 0.239079 0.30406 0.000277 0.996555

表 4    面板数据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VARIABLES
人均GDP平均增长率

（1）OLS （2）One-way FE （3）RE （4）Two-way FE

族群极化指标 −0.00823**（0.00358） −0.0342（0.0338） −0.00869**（0.00359） −0.0575*（0.0300）

初始人均产出水平 −0.00188（0.00210） −0.0101**（0.00433） −0.00235（0.00211） −0.0403***（0.00787）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0.0380***（0.00593） 0.0818***（0.0103） 0.0398***（0.00594） 0.0659***（0.00930）

人均受教育程度 0.000549（0.00152） −0.00894***（0.00224） 0.000289（0.00150） −0.00589**（0.00245）

外贸依存度 −0.00342（0.00281） −0.00181（0.00518） −0.00309（0.00287） 0.000554（0.00514）

城镇化率 0.0272**（0.0110） 0.0589**（0.0229） 0.0300***（0.0111） −0.00561（0.0217）

省会城市虚拟变量 −0.0124***（0.00344） −0.0124***（0.00346）

沿海城市虚拟变量 0.00191（0.00252） 0.00199（0.00253）

资源型城市虚拟变量 −0.00422（0.00277） −0.00423（0.00277）

是否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是否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常数项 0.101***（0.0155） 0.220***（0.0275） 0.106***（0.0156） 0.488***（0.0702）

Observations 911 911 911 911

Adjusted R-squared 0.129 0.299 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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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生性问题讨论。实证结果和稳健性分析都支持了本文的理论主假说 1b，而否定了主

假说 1a。即其他条件不变，各市族群多样性越大，人均经济增长率越低。尽管以上面板固定效应

模型最大可能地解决了遗漏变量问题，但我们仍需关注族群多样性和经济增长率两个变量之间

的反向因果问题。因为，不仅族群多样性可以影响人均经济增长率，人均经济增长率反过来也会

影响族群多样性，即经济增长快速地区会通过增加对移民的吸引而推高族群多样性。

为了克服这种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实现更清晰的因果识别，本文采

用各市到省会的距离作为族群多样性的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重新考察族

群多样性对人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使用各市到省会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的依据有以下两点：

第一，各市到省会的距离和族群多样性显著正相关（表 5 中第 2 列回归结果也支持了这一

点，在控制了省会城市等变量后，各市到省会的距离仍对族群多样性有很强的正向解释力），这是

由各民族人口在历史上的分布和迁移所决定的。多民族高度混居的地方往往远离省级行政中

心。计量分析表明，民族自治州是多民族高度混居的地方（民族自治州虚拟变量与族群多样性高

度正相关，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5883，显著水平为 0.0000），而且民族自治州虚拟变量与各市

到省会的距离显著正相关（二者相关系数为 0.1485，显著水平为 0.0000）。

第二，各市到省会的距离和各市的人均经济增长率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各市的人均经济增

长率变动很大，但各市到省会的距离则是固定不变的外生地理变量。尽管各市到省会城市距离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省会中心城市对其他城市的经济辐射效应，但更多是影响其经济发展水

平，而非经济增长率。相关性分析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各市到省会的距离与人均经济增长率之间

的相关系数极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相关系数为−0.0038，显著水平为 0.9053）。

表 5 展示了工具变量及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第 2 列可以看出，各市到省会的距

离与族群分化指标高度相关，回归系数为正，且能通过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对该工具变量

F 检验的结果是 19.7126，因此不是弱工具变量。第 1 列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显示，族群

分化指标回归系数为−0.0858，且能通过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使用工具变量法消除变

量内生性后，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然，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该工

具变量是非时变的，所以这里识别的是组间效应，而非组内效应。

由上分析可知，理论主假说 1b 得到了支持，而理论主假说 1a 被否定。

表 5    工具变量及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2SLS因变量：人均GDP平均增长率 （2） IV因变量：族群分化指标

族群分化指标 −0.0858**（0.0337）

各市到省会的距离 （上述指标的工具变量） 0.00021***（0.0000473）

初始人均产出水平 −0.00619**（0.00311） −0.0483***（0.0147）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0.0499***（0.00858） 0.140***（0.0388）

人均受教育程度 −0.00103（0.00147） −0.0209**（0.00862）

外贸依存度 −0.00238（0.00267） 0.0134（0.0114）

城镇化率 0.0360***（0.0111） 0.0999（0.0618）

省会城市 −0.0120***（0.00342） 0.0526**（0.0213）

沿海城市 −0.000882（0.00297） −0.0389**（0.0161）

资源型城市 −0.00755**（0.00311） −0.0424***（0.0157）

Observations 911 911

F-stat on IV 19.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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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机制：语言沟通成本、私有及公有部门投资和中央转移支付

这里将对族群多样性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本文理论假说部分提到，在

中国，高的族群多样性可能通过两个机制，语言沟通成本和私有部门投资，降低了地方经济增

长；但也可能通过另外两个机制，公有部门投资和中央转移支付缓解了这种负向影响。我们分别

对这四个机制（分假说 2、3、4、5）进行检验。

（一）语言沟通成本。在中国，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日常使用语言（或方言），这可能导致族群多

样性增大了语言沟通成本。尽管汉字和普通话分别是全国通行的文字语言和口头语言，但法律

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文字语言的合法权利，除汉语外，被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有 100 多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2012）。而且，在很多民族自治地区，少数民族文字和语言拥有

同样的官方地位。来自“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数据显示，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

8 个少数民族能用汉语与人交谈的比例在 50% 左右或以下（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2006）。我们从《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中搜集整理了全国 346 个市所各自包含的

方言片区数据（既包括汉语方言、也包括少数民族方言）。对市级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显示，族群多

样性和语言多样性之间显著且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 0.585，显著水平为 0.000）。徐现祥等（2015）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以方言种类表示的语言多样性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负向关

系。那么，语言多样性会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率吗？

表 6 展示了 OLS 模型的回归结果。表 6 第 3 列显示，在控制了初始人均产出水平、固定资产

投资比例、贸易开放度、人均受教育程度、外贸依存度、城镇化率、省会城市虚拟变量、沿海城市

虚拟变量、资源型城市虚拟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后，方言多样性的回归系数为−0.000883，且能通

过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以方言多样性衡量的语言沟通成本显著降低了地方的经济

增长率。所以我们得出结论，语言沟通成本的增加是族群多样性降低地方经济增长率的一个机

制。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对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正效应，不仅是正

确的，而且是有待加强的。分假说 2 得到了支持。

（二）私有及公有部门投资。由于市级私有和公有部门投资数据尚不可得，这里仅提供省级

数据分析的结果。通过《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我们查找到历年各省按经济类型细分的

表 6    以方言多样性衡量的语言沟通成本对人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VARIABLES
人均GDP平均增长率（2000-2013年）

（1） （2） （3）

方言多样性 −0.000912***（0.000278） −0.000875***（0.000279） −0.000883***（0.000308）

初始人均产出水平 −0.00780***（0.00256） −0.00711***（0.00265）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0.0188***（0.00715） 0.0216***（0.00656）

人均受教育程度 0.00237*（0.00134） 0.00873***（0.00207）

外贸依存度 −0.00435*（0.00263） −0.00147（0.00244）

城镇化率 0.0269***（0.0102） −0.000681（0.0104）

省会城市 −0.0105***（0.00346）

沿海城市 0.00150（0.00291）

资源型城市 −0.00240（0.00244）

是否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常数项 0.123***（0.00142） 0.150***（0.0224） 0.0615**（0.0263）

Observations 344 336 336

Adjusted R-squared 0.028 0.088 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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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量，将其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归并为“公有部门”，将其中的“私营

个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其他经济”归并为

“私有部门”，这样可以计算出历年各省 2010 年到 2014 年“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固定资产

投资比例。本文构建面板数据，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族群分化指标对各省私有部门固定资

产投资比例及公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影响。另外，由于全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有市级数据，

也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族群分化指标对各市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影响。

由表 7 第 2 列可见，控制了人均经济产出水平、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之后，族群分化指

标显著降低了私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回归系数为−0.996，能通过 5% 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由表 7 第 3 列可见，族群分化指标对公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没有显著影响。由表 7 第

1 列 可 见 ， 族 群 分 化 指 标 显 著 降 低 了 全 部 门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比 例 ， 回 归 系 数 为−0.525， 能 通 过

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对比这三列结果，我们能得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族群多样性降低

了私有部门投资率，而对公有部门投资率没有影响。族群分化指标对全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的降低效应，主要是通过私有部门发挥影响的。分假说 3 和分假说 4 得到了支持。

族群多样性为什么会降低私有部门投资？我们将其解释为，高族群多样性导致人群之间语

言沟通成本更高、认同信任更低、合作更少。这些可能导致更高的投资风险和更不稳定的收益

率。因此作为趋利避害的市场主体，私有部门可能会减少在高族群多样性地区的投资。而族群

多样性对公有部门投资率没有影响也是合理的。公有部门的投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考量

而且承担了减小区域差距的功能，不像私有部门那样趋利避害，对不利的投资条件也没有那么

敏感。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降低私有部门投资是族群多样性降低地方经济增长率的一个机

制，而族群多样性不影响公有部门的投资率。换言之，相较于私有部门投资，公共部门投资或政

府主导的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倾斜的公共投资政策，起到了促进民族平等和减小区域经济发展

差距的作用。

（三）中央转移支付。和投资数据类似，由于市级的中央转移支付数据不可得，这里仅提供省

级数据分析的结果。通过《中国财政年鉴》中的历年各省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决算总表中的“中央

补助收入”一项除以各省当年人口总数，可得人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本文构建 31 个省级单位

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年份的面板数据，用不同的模型来估计族群分化指标对各省人均中央

转移支付的影响。F 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用模型比混合模型更适用。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

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适用。因此我们主要关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见

表 8 所示。

表 7    族群多样性对私有部门和公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VARIABLES
（1）全部门固定资产

投资比例（市级数据）

（2）私有部门固定资产

投资比例（省级数据）

（3）公有部门固定资产

投资比例（省级数据）

族群分化指标 −0.525*（0.290） −0.996**（0.426） −0.0161（0.360）

人均经济产出水平 −0.0427（0.0421） 0.0528（0.0883） 0.0310（0.0478）

是否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否控制地方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 0.807**（0.357） −0.0878（0.775） −0.0261（0.426）

Observations 924 93 93

Adjusted R-squared 0.671 0.807 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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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 第 4 列回归结果可见，族群分化指标的回归系数为 31 035，且能通过 5% 水平的显著

性检验。也就是说，在控制了人均经济产出水平、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之后，族群分化指数越高，

人均中央转移支付越高。族群分化指数每提高 0.1，该地能多得到人均 3 103.5 元的中央财政转

移支付。分假说 5 得到了支持。这表明，中国的转移支付政策的确对多民族地区有倾向性，这在

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促进了民族和地区之间经济平等。

五、结论、启示与展望

本文基于第五次（2000 年）、第六次（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

样调查资料，构建了 346 个城市的族群多样性的面板数据，开创性地从城市层面考察了中国的族

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探求了族群多样性影响市级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本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初始人均产出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人均受教育程

度、贸易依存度、城镇化率等变量，以及控制了各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最大程度地解决

了遗漏变量问题后，以族群分化指标衡量的族群多样性仍显著降低了地方人均经济增长率。在

使用族群极化指标进行稳健性分析和采用各市到省会的距离作为族群多样性的工具变量以消

除变量内生性后，结论仍然成立。这一发现，确认了国际文献关于族群多样性经济降低效应的命

题在中国也是成立的。这说明，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性因素，族群多样性的确对经济表现有独立的

影响，这一发现对丰富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理论有所助益。通过对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机制的

探讨，我们进一步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显著增大了语言沟通成本，降低了私有部门投资率；另

一方面，公有部门投资率不受族群多样性影响，人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族群多样性显著正相

关，这两者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暂时的不利影响。

本研究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涵。虽然我们的研究表明族群多样性会显著降低

地方经济增长，但其负面效应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制度或政策变化的。事实上，Alesina
和 Ferrara（2005）已表明，包容的社会体制有利于降低族群多样性的负面经济影响。本文机制部

分的探讨，也为政府通过民族政策、语言政策、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消除这一效应提供了思路。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平等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教

育、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倾斜性政策，以及推行双语政策以普及普通话等，都可以减少

因族群多样性造成的沟通和信任问题，减少各族群之间经济交易的成本，降低族群多样性对经

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同时，我们有关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公有部门投资和

中央转移支付缓解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为了提升多族群地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政府一方面应该着力加大公有部门的投资来弥补私有部门投资的短缺；另一方面

可以通过增强公共部门投资以鼓励旅游业、休闲业、文化业等领域的发展，以发挥多族群创意优

势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以及限于篇幅未能细致探讨的地方，将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

表 8    族群多样性对人均中央转移支付的影响

VARIABLES
人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1） OLS （2） One-way FE （3） RE （4） Two-way FE

族群分化指数 3 320***（1，103） 30 128（18，990） 4 435***（1，078） 31 035**（14，239）

人均经济产出水平 1 168***（235.9） 2 436***（384.3） 1 827***（266.5） 1 546（1，023）
是否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是否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常数项 −9 789***（2，357） −26 904***（6，802） −16 276***（2，396） −19 061**（8，903）
Observations 88 88 88 88

Adjusted R-squared 0.145 0.572 0.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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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拓展性研究:第一，从行业水平上考察族群多样性对创新的促进和对经济的正向作用；第

二，度量各地包容性民族政策的实施力度和效果，并进一步考察这些政策对族群多样性地区经

济发展的影响；第三，考察族群多样性与民族聚居区特色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这几个

方面，既有理论贡献，也具有极强的公共政策意涵。最后，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影响因素，无论是经

济结构、社会结构、地理结构、制度结构还是文化结构，依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挖掘的研究课题。具

体到族群多样性这一结构性因素如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还有相当多未知的领域有待探索，

有待更多、更细致的理论建模和计量分析。

　　* 本文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作者感谢邓宏图、刘冲、邓欢、齐秀琳等人的建设性意见。文章初稿曾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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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Diversity and Local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ities of China

Wang Zhenyu1,  Gu Xin2

(1. School of Govern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Summary: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thnic diversity，and its occurrence mechanisms，have not
been explored much in economics，especially in Chinese economy. Based on the fifth（2000），the sixth（2010）

national census data and the 1% national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 data（2005），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pan-
el data of ethnic diversity of 346 cities，then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thnic diversity o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t the city level and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ethnic diversity affects municipal economic
growt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higher ethnic diversity，measured by the ethnic fractionalization in-
dex（EFI），significantly lowers the economic growth，after controlling the variables such as initial per capita
output level，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average education level，trade dependence and urbanization rate，as
well as municipal fixed effects and time fixed effects. This finding keeps robust after the use of ethnic polariz-
ation indicator（EPI）for robustness check and the use of distance from cities to provincial capitals as the in-
strumental variable for ethnic diversity to eliminate variable endogeneity. To sum up，under other unchanged
variables，higher ethnic diversity leads to lower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empirical find-
ings，we also contribute to previous literature by offering better method to deal with missing variables and en-
dogenous problem. By investigating the mechanisms，we further arrive at the findings as follows：firstly，high-
er ethnic diversity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cost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secondly，higher ethnic di-
versity significantly reduces investment rate in private sectors；moreover，high language communication cost
and low investment in private sectors both reduce economic growth；thirdly，the investment rate in public sec-
tors is not affected by ethnic diversity，and ethnic diversity positively correlates to per capita central govern-
ment transfer payment，both of which greatly allevi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thnic diversity. These findings
on the one hand provide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thnic di-
versity；on the other hand they offer new explan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imbalance across China’s cities and
new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of all，this paper confirms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ethnic di-
versity on regional economy in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is also valid in China. Secondly，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mechanisms suggests the following empirical implications：first，the promotion of Mandarin in minority
area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se areas；it is not only correct but also needed to be
strengthened；secondly，compared with investment in private sectors，the government-led public investment
and fiscal transfer policies that favor the minority region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inter-
ethnic equality and reducing the gap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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